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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涵及其研究的国际视野
*

徐斌艳

摘要 教材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它还承载着社会规范或价值，蕴涵有特定的感知世界的模

式。教材研究是一类跨学科研究，其中话语理论、媒体分析、知识社会学等对教材理论的形成

至关重要。教材既有其物理形态，呈现为客观给出的信息结构; 又代表一种主观图式，指向理

解或感觉教材的方式。课程视角下的教材研究既需要站在读者立场，又需要研究教材本体的

语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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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高中课程方案与高中各科课程标准的颁布，教材的研制进入关键

期。教材编写是否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如何遵循思想性、时代性、基础性、选择

性和关联性的基本原则［1］选择内容? 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研究，因为教材不仅仅

是知识的载体，它还承载着社会规范或价值，蕴涵有特定的感知世界的模式。［2］

对教材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已然成为世界各国课程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教材研究一方面梳理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教材制度改革特

点，［3］揭示教材建设 40 年的成就与缺失; ［4］另一方面，针对教材内容难度构建

出有关课程综合难度模型，［5］或者就教材内容分布与表征进行国际比较研

究。［6］总体而言，我国教材研究更多将教材看作是学科内容与学科素养的载

体，尚未充分关注教材建设中使用者、管理者、传播者等各利益群体角色及其

它作用。如今在这数字化时代，教材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媒体共存或竞争，

教材也经历着转型或变换过程，教材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对国际上相

关研究进行梳理，概述教材研究特点，然后专门探讨课程视角下的教材内涵及

其相关研究。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学生数学素养测评研究( 项目编号:
16JJD80023) 的研究成果之一。



—118—

二、国际视野下教材研究概述

教材研究隶属跨学科型研究，研究视角丰富，可以从教材内容与结构角度

进行研究，也可以关注主体要素，如学生、教师、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社、
作者等。从教材研究内部看，可以从教育学、学科教育、历史和政治学等视角

进行研究。［7］

( 一) 教材研究的历史视角

教材研究的缘起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1880 年在美国开展了关于技术类

教材阅读理解的调查研究。［8］因为阅读理解是所有教学的基本要素，它与学校

和教材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该项研究聚焦于对教材的实际分析以及对阅读

能力和理解能力调查，当时桑代克( Thorndike) 的教育心理学理论为该项研究

提供理论基础，也促进了相关阅读理论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教材研究并不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关国家对教材进

行修订，在这背景下教材研究经历第一次发展。研究者指出，迫于政治和规范

的压力，教材研究成为必需; 学术、政治和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成为传统教材

研究的主要内容。［9］另外教材的比较研究在历史上也推动着教材研究，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UNESCO) 自世界大战结束，长期以来重视教材的比较研究，这样

的研究形态和成果为教材修订与改革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参考，尤其历史类教

材的修订需要从全球视野下探讨，例如有关社会冲突问题、种族歧视问题曾经

是研究重点。直至当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德国的国际教材研究所(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Ｒesearch) 合作，于 2010 年发布教材研

究与教材修订指南，旨在增强国际理解以及全球责任意识的教育，尤其建议作

为学校直面的教育媒体，历史、地理和社会科教材应发挥这样的教育功能。另

外，针对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指南提出“学习环境变革”的概念，建议创设基

于技术的“学习者中心”的话语环境，为学生讨论冲突性观点提供模拟情境。
指南强调，利用电子媒体拓展发展中国家对优质教育获取的渠道，呼吁研究者

与实践者们思考“是否教材作为主要的教育媒体的时代即将终结?”［10］

近 20 年来，教材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内容上看，可以将研究归类为过程

导向、产品导向和影响导向三个方面。过程导向研究主要考虑教材从开发到

课堂实施( 使用) 的完整过程; 产品导向的研究主要将教材作为可见的交流媒

体加以探讨; 影响导向主要从社会化因素角度研究教材在课堂上的作用，探讨

教材使用对教师和学生的影响。
( 二) 教材研究的社会或文化视角

从社会或文化研究视角看，教材是一种在媒体网络中进行社会观察的媒

体，这是卢曼( Luhmann) 意义下的观察，也即通过媒体确定真实的表征或建构。
教材知识，既是在教材中的知识，又是关于教材的知识，它是有别于其他媒体

的，因为它需要符合教学规律，又不能唯教学规律而存在。［11］教材研究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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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分析语义结构、功能和形式去解构教材，以便确立教材叙述模式和所

内含的潜在的社会文化知识的解释模型。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的是话语分析，

其作用不仅是检验什么应该在教材、什么不应该在教材，而且探究文本信息的

关联性。教材文本具有混合性本质，通过分析文本话语，揭示教材中不同话语

线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可能隐藏着性别问题、国家形象问题等，这也反

映出教材研制者的社会、文化、政治倾向。站在社会或文化研究视角下看，通

过对作为媒体的教材的分析，可以洞察综合的社会性议题的争论，洞察作者自

我概念构建过程。
当下，多数研究为揭示教材对学生学习过程内部的意义及其教育功能，从

教材的工具性和社会性角色入手，分析教材内容的选择及其选择标准，探讨教

材所表征的社会性教育任务。［12］这种社会情境下的教材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

德国研究者曾经在 2010 年出版的著作“聚焦教材”中，从研究者、教育家、教

师、教材作者、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出版者等角度，对教材的社会、学术、教育、经
济和教育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强调，对教材的关注不仅仅局

限在教师，而应该拓展到政策制定者和教材研究者。［13］教材经常成为社会内部

和社会群体之间饱受争辩的对象，尤其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宗教和种族群体

之间会对教材有热烈论辩。
( 三) 教材研究的方法视角

教材研究还包括了对教材研究的研究。研究者范( Fan) 根据库恩( Kuhn)

研究范式理论，［14］提出教材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研究模型。他指出，［15］当教材

被看作为教育情境中的中间变量时，教材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研究教

材本身，教材作为研究主体。二是不同因素如何影响教材开发或编制，或让教

材成为教材，换句话说，教材被看作是因变量( 与其他作为自变量的因素相

比) 。三是教材如何影响到其他因素，换句话说，教材被看作是自变量( 与其他

作为因变量的因素相比) 。在他看来，教材研究可以被定义为探究教材本身和

探究教材与教育中其他因素关系的学科。
范以数学教材研究为例，说明他提出的教材研究模型涉及的研究问题。

当教材作为研究对象时，研究的基本问题涉及教材的形态或教材本身的特征，

例如，可以思考教材如何呈现数学知识? 如何反映期望的课程标准? 如何反

映文化和社会价值及其发展? 当教材作为因变量时，基本问题指向影响教材

的各因素，例如可以探讨在不同国家教材是如何开发的? 是什么原因引起不

同教材中的差异? 如何选择教材内容信息? 当教材作为自变量时，研究的基

本问题涉及教材对其他因素的影响，具体可以探讨教材如何影响数学的教与

学? 教师和学生如何使用及为何使用教材? 教材对学生数学成绩有什么影

响? 这一教材研究模型非常完整地触及教材研究的各个领域。
( 四) 教材相关主题的研究

1． 大众传播研究与教材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美国大众传媒传播研究发现，媒体内容并不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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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有显而易见的影响。近期研究也发现，美国大众传媒传播价值观的特性

是隐性传播，具有隐蔽性、多元化、娱乐化等特点。［16］这一结论对我们研究作为

媒体的教材有很大启示，至少认识到，教材内容不会直接影响到学习结果，但

我们需要关注教材传播的隐性价值观，探讨教材在课堂中的影响以及教材与

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必要研究历史教材在课堂上使用方式及其对学

生历史意识的发展方式的影响，因为教材作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将个人的价值

观渗透在这类教材中，教师应该学会区分历史客观材料与个人主观论点。
为了评估教材内容对学生态度与行动的影响，需要考虑研制教材时的社会

政治和文化的情境，考虑学生与教材的联系，尤其关注在怎样的社会背景或个人

环境中与教材发生联系。有研究发现，随着媒体转型，教材对学习结果、学习成

功和学习动机等的影响远小于其他媒体带来的影响; 还有部分研究比较了数字

媒体与纸质教材对学生学习的效果。但没有研究能够说明，在数字教材与纸质

教材之间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有些研究还进一步关注教师对教材的使用，学生

对教材的期待以及使用，同时也兼顾探讨电子教材的使用情况及其影响。［17］

2． 学习科学研究与教材

从教材研究历史看，心理学研究对教材有不小的影响。从当时行为主义

心理学指导人们关注教材的知识结构，到当下学习科学发展，强调为学生设计

充满挑战、多功能的开放性与交互性空间。因为学习是学生进行探究、问题解

决、与他人合作、观念协商的一个过程。［18］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内容需要浸润在

非良构的复杂问题域和真实的社会静脉中; 那些“精细筛选”、“改造”后的结构

良好的知识，容易导致课堂上的知识习得成为“惰性”知识的浅层学习。［19］在

这研究背景下，教材的功能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支持和鼓励学生学习与思考

过程的发展。如何从学生理解的视角开展教材变革与转型的研究，应该是当

下的重点和热点。［20］例如，外语教材研究尤其要强调，教材是否适合独立学习，

尤其是校外的复习与自我矫正的学习，便于学生有能力并合理地使用语言，外

语教材的研究在于强调关注学生，设计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21］

而关于数学与理科教材，有研究指出，课堂教学中教材的选择，应该根据

学生学习的需要，与其他有意义的教学资源整合; 同时为教师提供能力导向的

教学资源，以便提升教师的数学与科学素养; 高质量的数学与科学学习，需要

训练有素的教师以及高质量的教材。［22］

尽管教材研究尚处发展期，但从国际视野下概述教材研究，让我们获益良

多。在此从课程视角，详述教材内涵及其相关的研究，展现更为具体的教材研

究成果。

三、课程视角下的教材研究

( 一) 课程视角下的教材内涵

何谓教材? 尽管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教材内涵往往与教材功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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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从课程角度看，教材是为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中使用而设计的资源

( 材料) ，这些资源往往是印刷并出版的，也被称为书面课程。［23］在此，教材被

看作是教师将期望课程落实为实施课程的纽带。期望课程是指教师根据自己

的教学目的而设计的课程，在设计时，他们也会参考官方规划的课程( 如课程

标准等) 。但教师实际在课堂上开展的教学( 成为实施课程) 则未必是他们所

期望的。研究者提出，教师在实施课程中，作为书面课程的教材起着关键作

用，为他们及时调整期望课程提供参考。
从课程视角出发，奥特( Otte) 提出需要关注教材的双重性，教材既是客观

给出的信息结构，代表教材的物理形态，又是一种主观图式，说明理解或者感

觉教材的方式。主观图式反映某种传统和文化，承载着读者对客观结构的

解读。［24］

1． 作为主观图式的教材

雷米拉德( Ｒemillard) 指出，教材的这一内涵强调的是课程指南有别于教

学本身，从实践或概念层面人们都无法预设教学中实施的课程。因为从实践

层面看，课程开发者不可能顾及所有学校以及所有班级的需要，“每个班级有

自己的需要、风格、经验以及兴趣……每天学生们会带来自己的观点、制造一

些混乱或者发现一些机会……从某种角度看，我们要决定的是教材内容是否

足够精彩，从而为教师适应或修改做准备”［25］。
从概念层面看，研究者指出，人们开发教材主要是用于交流，交流那些已

经确定的教材内容的教学表征。因此，使用教材，就是试图将空间维度化为

时间维度，或者将教材文本表征的思想转化到现实课堂教学情境中。但这种

文本和课堂之间的同构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阅读与解释教材文本时，

经常会有意外发生，阅读并不是自动化的过程，因此，作为主观图式的教材与

作为客观结构的教材之间无法正真互动起来，不要把教材设想为书面的教

案”［26］。
将教材 理 解 为 某 种 主 观 图 式，还 需 考 虑 教 材 为 谁 而 写。研 究 者 勒 夫

( Love) 和皮姆( Pimm) 认为，教材最主要是为学生而写。教材不仅是为了教他

人而写，而且包含学生需要做的练习，有些教材以学生练习为主。当下人们认

识到教材既是教师教学用资源，同时也是学生活动用资源。教材开发者力求

教材能够帮助教师以不同的方式将知识结构化，并且能够与学生互动。［27］

我们认为，教材一方面是材料层面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文化的建构。作

为影响着人类活动的文化人工制品，教材有着促进、拓展、约束人类活动的潜

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教材的使用可以被看作为文化工具的使用。
2． 作为既定的客观结构的教材

从教材相关的研究，例如，教师与课程( 教材) 互动的研究中可见，教材可

以被看作是某种既定的客观结构。教材内容被作为一个固定知识结构看待，

教师或学生更多的是使用它，而不是转换或改变它。布什( Bush) 曾经研究职

前中学教师的决策能力，发现教师对教材有着强大的依赖。研究发现，教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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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根据教材上安排的专题序列，呈现数学内容，而不是去教教材内容。在访谈

某个教师时，他 这 样 回 答“从 课 本 中 识 别 出 要 讲 的 内 容，将 它 们 画 在 黑 板

上”［28］。显然，在这教师看来，教材是一种既定结构的呈现，不宜去打破它。
其实，当教材是一种既定的客观结构时，也应该考虑它的多功能性。这些

结构包含着对学科概念的表征、对学习任务的表征以及对内容序列的表征。
教师使用教材时，需要有识别、分析、解构这些表征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实际情

况调整教材结构。作为教材开发者也应该承担起教材其他辅助资源的开发，

提供解读教材内容、设计课堂教学等更多的资源，使得教材更适合教师去在课

堂上的使用。
( 二) 课程视角下的教材研究案例

从课程角度看，教材既是使用者的主观图式，又是给定的客观结构。教材

本身不是孤立存在，这样意义下的教材在课程中如何发挥作用? 教材与使用

者应该有着怎样的联系? 在教学中教材拥有怎样的地位，教材本身有着怎样

的特点? 带着研究眼光，可以生成众多有意义的问题。在此分析两个研究案

例，阐述教材研究方法与过程。
1． 读者导向理论的教材研究

将教材作为主观图式进行分析时，使用者( 读者) 应该是教材的主动对话

者，读者和教材之间的互动受到重视。魏因堡 ( Weinberg) 等根据读者导向理

论( reader-oriented theory) ，分析了数学教材的特点及影响学生理解性阅读数学

教材的因素。读者导向理论是文学批判的一个分支，强调文本意义不仅存在

于文本本身，而且产生于本文与读者之间。当读者阅读、回应文本时，读者回

应不仅受读者阅读目的、动机的影响，同时也与阅读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社会历

史背景有关。
教材是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的有力工具，但仍有许多学生不能针对数学教

材构建有意义的理解。读者导向理论认为读者通过阅读文本内容的方式进行

积极建构理解，这种建构的程度受文本作者意图、读者信念、文本要求读者所

具备的素质这些因素决定。［29］魏因堡的研究指出数学教师在阅读数学教材时

能对教材内容进行有意义建构，但许多学生在阅读教材时则会遇到诸多的

困难。
研究者赫贝尔-埃森曼( Herbel-Eisenmann) 也以读者导向理论为视角，开展

数学教材研究。［30］他的研究聚焦于读者导向理论提出的三个概念: 期望读者、
潜在读者、实际读者。期望读者是指文本作者编写文本内容时所指向的读者。
教材通常会在前言中写明期望读者通过阅读文本之后所能习得的内容。虽然

教材作者是为期望读者所编写，但是教材自身内容也会产生一些潜在的读者，

这些潜在读者需对教材中的操作行为、编码及所要求的数学能力产生有意义

且精准的回应，否则他们将无法很好地理解教材内容。这里的操作行为主要

指潜在读者在阅读教材时所进行的一些物理或心理行为; 编码主要包括教材

的编排、语言或符号编码; 数学能力主要包括在数学环境中学习所需的数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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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技能及理解。实际读者是指实际运用教材的读者，他们在使用教材时，可

以模仿数学家阅读教材的做法，结合自己先前经验与知识进行知识建构，而非

精确地吸收教材所呈现的内容。
教材作者的成功在于教材的期望读者与潜在读者相重合，而教材作为有

效的教学工具则依赖于实际读者与潜在读者观点相符合。
2． 教材语言的研究

近年来，对教材的客观结构的研究聚焦在教材所使用的语言上，旨在探索

教材用语所指向的态度、理解、价值以及信仰。研究作为社会工具的教材语

言，倾听并检验教材的“声音”，这里的“声音”概念是语言学研究的在探讨口头

和书面文本时常用的表述。研究者基恩( Keane) 指出，对“声音”的研究直接关

注表征、表现、转换、评价以及竞争社会身份的各种不同过程。声音作为一种

隐喻，能反映作者 /讲演者与读者 /听众之间的关系。［31］ 研究者赫伯-艾森曼

( Beth A． Herbel-Eisenmann) 根据语言学意义下的声音概念，通过分析教材的这

种语言学特点，探讨作者和阅读者之间关系的建构，探讨教材对作者和读者所

起的作用，有时语言的选择将读者看作是“思想者”，有时看作是“小文人”。［32］

研究根据三种语言表达形式来分析人际关系的功能: 命令句、人称代词、情态

式。命令式( 如假定，定义，作图) 告诉读者要做什么，并且说明重点或者活动;

人称代词能够称呼读者( 如“你”) 以及代表作者( 如“我”) ; 情态式揭示特定的

层次。
命令句又称祈使句，基于数学教材的教育本质，分析祈使句非常重要，因

为它们间接称呼读者，并且让读者介入数学构造中。祈使表述的选择或者将

读者定位成数学共同体中的成员，或者意指读者已经被置于这个共同体中。
根据罗特曼( Ｒotman) 的研究指出，祈使句又可以分为: 整合式命令( 如考虑一

下，定义，证明，以及类似的) ，它要求演说者和聆听者构成并且都置于一个共

同的世界中，或者他们分享在某世界中有争议的信念。整合式命令，将读者构

造成一位“思想者”。［33］排他式命令仅仅要求“在已经分享的世界中，有意义地

实施特定的运算”。例如，读者被教导要“进行构造”，这种排他性的命令，这是

读者必须进行的特定活动。相反，如果读者被告知要“考虑”，这种整合式的命

令，个体必须将标准施加在整体符号上，以这种决定确定意义的方式，进行详

细阐述。罗特曼阐述到，排他性的命令将读者看作是实施行动的“小文人”，做

数学，既需要实施又需要思考。
两种人称代词对于构造文本的人际关系功能都很重要: 第一人称“我”

以及“我们”，第二人称“你们”。第一人称说明作者个人参与进文本中表述

的活动中，例如使用“我们”的话，可以表示一个作者正在讲述数学共同体的

权威性故事。研究还要考察第二人称，因为它直接称呼作者，例如“过去，你

们看到……”表示要重视作者希望读者记录的观点。
这两个研究案例让我们看到教材研究的精致与新颖，从而所得研究成果

对教材有更深入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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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发与展望

在国际视野下综述教材研究，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教材概念或内涵的丰

富性。教材作为相对容易获取的大众媒体及其与各个利益群体的联系，愈来

愈受到公众的关注。已有研究也表明，教材对使用者有着潜在的、隐性的、深

刻的影响。因此，为保证教材在学校课程教学中发挥育人功能，进行全方位的

教材研究十分必要。教材研究者正在努力发展教材理论，其中话语理论、媒体

分析、知识社会学等都对教材理论构建有重要影响。这进一步说明，教材研究

是跨学科研究，为我们研究教材打开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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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Ｒesearch of /on Textbook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XU Binyan
(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Textbooks not only are the carrier of knowledge， but also carry social norms or values，
and contain specific patterns of perceiving the world． Textbook research is a kind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which discourse theory， media 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re crucial．
The textbook has its physical form and presents an objectively given information structure; it also
represents a subjective schema that points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textbook is understood or felt．
Textbook research from a perspective of the curriculum should consider readers' standpoint and focus
on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textbook itself．
Keywords: connotation of textbooks; textbook researc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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